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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：

[背景] 社区是人们日常活动的主要场所，适宜的居住环境会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。

[目的] 了解上海市浦东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现状，探究社区环境因素对居民主观幸福感
的影响。

[方法] 采用配额抽样的方法，选取上海市浦东新区的 12 个街道或镇的 6 000 位常住居民参
与问卷调查。问卷内容包括受访者基本信息、社区环境因素（美观程度、健身环境、服务与治
安、自然环境）、主观幸福感三部分。运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，分析社区环境因素对居
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。

[结果] 共回收问卷 5 887 份，有效回收率为 98.1%。研究对象的主观幸福感总分为（7.03±1.61）
分。不同性别和婚姻状况的研究对象，主观幸福感得分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；而年龄、文
化程度、职业以及自评经济状况不同的研究对象，其主观幸福感得分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
（P < 0.05）。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：在控制一般人口学特征后，以低水平（通过截
断值 33.3%、66.7%，将各社区环境因素分为高、中、低组）为对照组，美观程度高、中水平组
主观幸福感的 OR 值分别为 1.393（95%CI: 1.173~1.654）和 1.235（95%CI: 1.080~1.412）；健身
环境高、中水平组的 OR 值分别为 2.297（95%CI: 1.929~2.734）和 1.349（95%CI: 1.166~1.560）；
服务与治安高、中水平组的 OR 值分别为 1.101（95%CI: 0.943~1.285）和 1.039（95%CI: 0.905~
1.193）；自然环境高、中水平组的 OR 值分别为 4.248（95%CI: 3.321~5.434）和 1.652（95%CI:
1.374~1.986）。

[结论] 社区环境因素会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，且良好的社区美观程度、健身环境、自然环
境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积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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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

[Background] The  community  is  the  main  place  for  people's  daily  activities.  A  livable
environment will improve the subjective well-being of residents.

[Objective] To  understand  the  current  status  of  subjective  well-being  of  residents  in  Pudong,
Shanghai,  and explore the impact of community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residents' subjective
well-being.

[Methods] Using  quota  sampling, 6 000 permanent  residents  from 12 sub-districts  or  towns  in
Pudong,  Shanghai  were  selected  to  participate  in  an  questionnaire  survey.  The  questionnaire
included  three  parts:  participants'  basic  information,  community  environmental  factors
(neighborhood aesthetics, fitness environment, public service and security, natural environment),
and  subjective  well-being.  Using  a  multiple  regression  model,  the  influence  of  communit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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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the subjective well-being of residents was analyzed.

[Results] A total of 5 887 questionnaires were recovered, and the valid recovery rate was 98.1%. The subjective well-being score of the
survey  respondents  was  (7.03±1.61)  points.  There  was  no  statistical  difference  in  the  subjective  well-being  score  of  study  subjects  of
different gender and marital status groups; while those with different ages, education levels, occupations, and self-evaluated economic
status  showed  statistical  differences  in  their  subjective  well-being  score  (P < 0.05).  The  multiple  logistic  regression  analysis  results
showed that after controlling general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, with the low level as the control group (according predetermined cut-
off values of 33.3% and 66.7%, the community environmental factors were divided into high-, medium-, and low-level groups), the OR
values  of  subjective  well-being  of  the  high-  and  medium-level  neighborhood  aesthetics  groups  were  1.393  (95%CI:  1.173-1.654)  and
1.235 (95%CI:  1.080-1.412); the OR values of the high- and medium-level fitness environment groups were 2.297 (95%CI:  1.929-2.734)
and  1.349  (95%CI:  1.166-1.560);  the OR values  of  the  high-  and  medium-level  public  service  and  security  groups  were  1.101  (95%CI:
0.943-1.285)  and  1.039  (95%CI: 0.905-1.193);  the OR values  of  the  high-  and  medium-level  natural  environment  groups  were  4.248
(95%CI: 3.321-5.434) and 1.652 (95%CI: 1.374-1.986), respectively.

[Conclusion] Community  environment  factors  could  affect  residents'  subjective  well-being,  and  good neighborhood aesthetics,  fitness
environment, natural environment have positive effects.

Keywords: environment;  community  environment;  subjective well-being;  neighborhood aesthetics;  fitness  environment;  public  service
and security; natural environment

  

21 世纪以来，我国经济飞速发展，国力不断增强，

但是国民幸福指数却没有等比例提升[1]。近年来，已有
专家、学者认识到，衡量社会进步不能仅依靠国内生
产总值等经济指标，主观幸福感也应该考虑在内。主
观幸福感作为个体对整体生活状况的自我评估，愈来
愈受到公众关注。目前，已有的文献大都将研究视角
集中于特定人群的主观幸福感[2]

，或者一般人口学特
征[3]、空气质量[4–5]、经济参数[6–7]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
响上，较少聚焦于具体的社区环境因素对个体主观幸
福感的影响。环境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包括身体与心理
两个维度，主观幸福感是预测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，

在全民健康的时代背景下不容忽视。
美国对国民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表明，在空气干净

和绿化充足的地区，居民生活满意度更高[8]。澳大利亚
研究考察了公共绿地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，发现
居民所住地区公共绿地百分比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
在正相关关系[9–10]。阿姆斯特丹机场噪声对周围居民
幸福感影响的研究结果显示，生活在机场附近、受到
严重噪声污染的居民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远离机场
居住的居民[11]。我国学者对主观幸福感与环境质量的
分析发现，生活在绿地覆盖率高的环境中以及附近有
绿地或公园的居民，主观幸福感较高[12]。以上证据表
明，适宜的居住环境会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。

社区作为宏观社会的缩影，是人们日常活动的主
要场所。因此，本研究综合考虑社区的美观程度、健身
环境、服务与治安和自然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
响，寻找增进居民幸福感的有效途径，为提升居民幸
福感，促进“健康城市”建设提供实证依据。 

1    对象与方法 

1.1    研究对象
本研究采用配额抽样的方法，根据浦东新区常住

人口数的 1‰确定样本量。2017 年年底，浦东新区常
住人口总量 552.84 万人，考虑无效问卷，增加 10%，最
终确定样本量为 6 000。研究方案经复旦大学伦理委
员会审批通过（编号：2015-12-0574）。所有研究对象
均签署知情同意书。

纳入标准：（1）年龄在 15~75 岁之间；（2）出生日
期与调查日期接近；（3）为当地常住居民（居住时间超
过半年）；（4）具备正常的听、说、读、写以及思维能力；
（5）知情同意。 

1.2    调查方法
本次调查时间为 2019 年 7—10 月。根据不同经

济状况和地域差异，选择城区、近郊、远郊各 4 个乡镇
（社区），共 12 个乡镇（社区）作为研究现场。按人口比
例，由乡镇下属各居委会（社区）按本地区常住人口登
记表，通知符合纳入标准的居民到居委会集中进行问
卷调查。若有因故不能参加的被调查者，则在同龄人
中按出生日期相近程度进行补充。原则上，平时能够
自行读书看报者，独立完成问卷；文化程度低、视力不
良等无法独立完成问卷者，由经过统一培训且考察合
格的调查员，在不做任何引导与提示的前提下，协助
被调查者完成问卷。 

1.3    调查工具
在查阅文献和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，自行拟定

调查问卷，经预调查后进行适当修改，包括被调查者
基本信息、社区环境因素、主观幸福感三部分。

770  |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Medicine | 2022, 39(7)

www.jeom.org

www.jeom.org


第一部分是受访者基本信息，即一般人口学特征：
性别、年龄、文化程度、婚姻状况、职业和自评经济
状况。

第二部分是社区环境因素，包括美观程度、健身
环境、服务与治安、小区自然环境，共 24 个条目，具体
如下。（1）美观程度：垃圾废物、噪声、房屋和建筑维
护、吸引力、有许多有趣的事情可做；（2）健身环境：
场所、机会、散步愉快、树木为散步提供足够的阴凉
地、经常有人在锻炼、到小区外散步需要穿过拥挤的
十字路口、步行可到达的商场或菜场；（3）服务与治安：
医院/诊所、学校、儿童/青少年活动场所、公共汽车、
失窃、交通不安全、停车问题、刑事案件；（4）自然环
境：空气质量、饮用水质、绿化、管理与服务。前 3 个
子量表均采取 Likert 5 级评分制，1 代表“完全不同意”，
5 代表“完全同意”。小区自然环境量表也采取 Likert 5
级评分制，1 代表“非常满意”，5 代表“很不满意”（与前
3 个子量表分值相反）。本研究中社区环境因素量表
的 Cronbach's α 值为 0.75。

第三部分是个人幸福感指数（Personal Well-being
Index, PWI）量表 [13]

，用来评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，包
含 7 个条目：生活水平、健康状况、个人取得的成就、
人际关系、个人安全感、本小区的融洽程度、将来的
生活保障。该量表已被证实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
普遍适用[14]。量表采用 Likert 11 级评分制，得分范围 0~
10，量表总分为 7 个条目的加和平均值，得分越高，说
明研究对象的主观幸福感越好。本调查人群中量表的
Cronbach’α 值为 0.95。 

1.4    质量控制
（1）严格按照纳入标准选取研究对象；（2）调查前

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，采用统一的指导语，请被调
查者根据自身情况如实填写；（3）问卷当场发放并收
回，收回时调查员应仔细核查问卷是否有缺项、漏项；
（4）问卷所有选项均为同一答案，作为无效问卷处理。 

1.5    统计学分析

x̄ ± s

采用 EpiData 3.10 软件建立数据库，所有的数据
处理和统计分析均在 SPSS 20.0 软件包中完成。计量
资料以 表示，计数资料用例数和构成比（%）表示。
采用三分位数法（以 66.7%和 33.3%为截断值），根据各
社区环境因素的得分，将其进行高、中、低分组。通过
单因素方差分析一般人口学特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
响，以及不同水平社区环境因素之间主观幸福感得分
的差异。采用 Spearman 相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得分
与各社区环境因素得分进行分析。运用多因素 logistic

回归模型，在控制一般人口学特征的基础上，分析社
区环境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。本研究统计分析均
采用双侧检验，检验水准为 α=0.05。 

2    结果 

2.1    居民一般人口学特征和主观幸福感现状
调查发放问卷 6 000 份，回收有效问卷 5 887 份，

有效回收率为 98.1%。其中，男性 2 728 名（46.3%），女
性 3 159 名（53.7%）。详细情况见表 1。
 

表 1  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得分 （n=5 887） 
Table 1    Residents' subjective well-being scores in groups with

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(n=5 887)
 

人口学特征 人数 构成比/% x̄ ± s
主观幸福感得分 F P

性别     2.852 0.091

　男 2 728 46.3 7.07±1.63

　女 3 159 53.7 7.00±1.60

年龄/岁     4.131 0.001

　<25    262   4.5 7.45±1.60

　25~34    791 13.4 6.93±1.72

　35~44 1 067 18.1 7.01±1.61

　45~54    835 14.2 7.06±1.62

　55~64 1 466 24.9 7.02±1.59

　≥65 1 466 24.9 7.01±1.57

文化程度*     2.521 0.019

　小学以下    201   3.5 6.84±1.56

　小学    608 10.5 6.94±1.55

　初中 1 995 34.3 7.00±1.61

　高中/中专/技校 1 185 20.4 7.04±1.61

　大专    742 12.8 7.19±1.61

　大学本科    973 16.7 7.05±1.65

　研究生及以上    111   1.9 7.22±1.78

婚姻状况     1.683 0.186

　未婚    553   9.4 7.06±1.81

　已婚 5 067 86.1 7.04±1.59

　其他    267   4.5 6.86±1.68

职业     6.942 <0.001

　农民(含林牧渔水利业人员)    265   4.5 6.78±1.63

　工人(包括专职司机)    760 12.9 6.93±1.66

　商业、服务业人员    372   6.3 6.98±1.64

　机关、企事业单位管理者    361   6.1 7.30±1.73

　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   606 10.3 6.96±1.55

　专业技术人员    535   9.1 6.95±1.64

　军人(警察)      54   0.9 7.51±2.18

　在校学生    159   2.7 7.79±1.55

　已退休人员 2 594 44.1 7.03±1.56

　其他    181   3.1 7.01±1.65

自评经济状况 106.765 <0.001

　很好    169   2.9 7.73±1.96

　较好(中上)    656 11.1 7.66±1.58

　好(中等) 1 478 25.1 7.35±1.43

　一般 3 246 55.1 6.84±1.54

　较差    338   5.7 5.91±1.95

[ 注 ] *：存在 72 个缺失值，计算结果基于现有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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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对象的主观幸福感总分为（7.03±1.61）分。不
同性别和婚姻状况的研究对象主观幸福感得分差异
不存在统计学意义；而年龄、文化程度、职业以及自
评经济状况不同的研究对象，其主观幸福感得分差异
存在统计学意义（P < 0.05）。年龄方面，小于 25 岁组的
研究对象主观幸福感得分最高，25~34 岁组得分最低，

35 岁以后其主观幸福感得分有所上升，但逐渐趋于平
缓。就文化程度而言，其整体趋势表现为，随着文化程
度的升高，主观幸福感得分更高。不同职业中主观幸
福感得分最高的前三位依次是在校学生、军人（警察）、
机关/企事业单位管理者。就自评经济状况而言，经济
状况好的研究对象主观幸福感得分比自评经济状况
差的研究对象高。详情见表 1。 

2.2    不同水平社区环境因素之间居民主观幸福感得
分比较

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得分与各社区环境因素的
得分进行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，结果显示，美观程度
（r=0.184，P < 0.001）、健身环境（r=0.355，P < 0.001）、服
务与治安（r=0.120， P < 0.001）、自然环境 （r=0.396，
P < 0.001）均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。

如表 2 显示，不同水平社区环境因素之间居民主
观幸福感得分均存在统计学差异（P < 0.001）。 

2.3   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多因素分析
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，容差均  > 0.1，共线性在

1.021~2.219 之间，认为共线性问题可忽略。居民主观

幸福感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见表 3。模型 1 是以社
区环境的 4 个因素为自变量，以主观幸福感为应变量。
模型 2 是在模型 1 的基础，将研究对象的年龄、文化
程度、职业、自评经济状况作为控制变量。在控制一
般人口学特征后，以低水平（通过截断值 33.3%、66.7%，

分为高、中、低组）为对照组，美观程度高、中水平组
主观幸福感的 OR 值分别为 1.393（95%CI: 1.173~1.654）
和 1.235（95%CI:  1.080~1.412）；健身环境高、中水平
组的 OR 值分别为 2.297（95%CI: 1.929~2.734）和 1.349
（95%CI: 1.166~1.560）；服务与治安高、中水平组的 OR
值分别为 1.101（95%CI:  0.943~1.285）和 1.039（95%CI:
0.905~1.193）；自然环境高、中水平组的 OR 值分别
为 4.248（95%CI:  3.321~5.434）和 1.652（95%CI:  1.374~
1.986）。 

3    讨论
幸福感是个体对总体生活状况的自我评价，具有

较大的主观性，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，例如一般人口
学特征，包括性别 [3]、年龄 [15]、婚姻状况 [16]、文化程
度[17]、职业、自评经济状况[18]等。本研究结果中，除婚
姻状况与年龄外，均与以往研究一致。年龄方面，主观
幸福感得分最高的是 < 25 岁组，最低的是 25~34 岁组，

 

表 2   不同水平社区环境因素之间主观幸福感得分
Table 2    Scores of subjective well-being among residents

grouped by different levels of community environmental factors
 

社区环境因素 人数 x̄ ± s
主观幸福感得分 F P

美观程度 121.756 <0.001

　高 1 357 7.54±1.66

　中 2 799 7.02±1.56

　低 1 731 6.65±1.56

健身环境 340.899 <0.001

　高 1 808 7.75±1.54

　中 2 452 6.91±1.49

　低 1 627 6.41±1.58

服务与治安   35.504 <0.001

　高 1 767 7.21±1.67

　中 2 455 7.08±1.62

　低 1 665 6.76±1.51

自然环境 345.403 <0.001

　高    943 8.07±1.45

　中 4 213 6.95±1.53

　低    731 6.15±1.62

 

表 3  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
Table 3   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residents' subjective

well-being
 

社区环境因素
模型1 模型2

OR 95%CI OR 95%CI

美观程度

　高 1.455 1.230~1.721 1.393 1.173~1.654

　中 1.241 1.052~1.389 1.235 1.080~1.412

　低 1.000 — 1.000 —

健身环境

　高 2.333 1.967~2.768 2.297 1.929~2.734

　中 1.351 1.172~1.558 1.349 1.166~1.560

　低 1.000 — 1.000 —

服务与治安

　高 1.109 0.953~1.291 1.101 0.943~1.285

　中 1.032 0.901~1.182 1.039 0.905~1.193

　低 1.000 — 1.000 —

自然环境

　高 4.802 3.771~6.115 4.248 3.321~5.434

　中 1.811 1.510~2.171 1.652 1.374~1.986

　低 1.000 — 1.000 —

[ 注 ] 模型 1 是以社区环境的 4 个因素为自变量，以主观幸福感为应变
量。模型 2 是在模型 1 的基础，将研究对象的年龄、文化程度、职
业、自评经济状况作为控制变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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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后趋于稳定。可能是 25 岁以下的个体或在上学，或
刚步入社会，涉世未深，而随着年龄渐长，成为社会的
主干力量，面临的现实压力增加，幸福感会有所下降，

在逐渐适应了高压环境，接受了身份转变后，幸福感
会有所回升并趋于平缓，符合主观幸福感的相对稳定
性[19]。不同婚姻状况间主观幸福感不存在统计学差异，

可能是由于近年来人们婚姻观的变化，婚姻对幸福感
的影响力度下降[20]。但以上所述一般人口学特征多为
不可改变因素。所以，本研究对浦东 12 个社区的居民
进行个人幸福感指数与社区环境因素调查后，在控制
了一般人口学特征的基础上，重点分析了各社区环境
因素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。

本研究结果表明，社区环境的美观程度是居民主
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之一，且美观程度越高，居民主
观幸福感越高，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[21]。另有研究表
明，维护良好的住宅楼中居民主观幸福感更高[22]。提
示在进行社区建设中，应注意合理布局社区景观，及
时维护、修复房屋建筑，妥善设置垃圾点，保证良好的
卫生状况，打造美丽社区，促进居民幸福感的提升。

本研究结果发现，社区健身环境与居民主观幸福
感正相关。相关研究也表明居住地拥有更多体育设施
的人，健身频率更高，主观幸福感也更高[23]。这提示社
区应当修建活动场地，为居民提供健身设施，增加居
民参与休闲娱乐的机会，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。

本研究结果显示，小区服务与治安对居民主观幸
福感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，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略有不
同[21，24]。这可能是因为近年来上海“15 分钟社区生活
圈”的城市规划方案取得了不错的成绩[25]

，居民可以就
近享受到较为完善的养老、医疗、教育、商业、交通等
基本公共服务，弥补了老旧小区公共设施不完善的短
板，使得居民对本小区服务和治安依赖不如以前强烈。

本研究结果显示，居民主观幸福感还受到社区自
然环境的影响，且自然环境越好，居民主观幸福感越
高。这证实了已有研究结论，环境污染对居民主观幸
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[26]

，绿地环境有助于提升居
民主观幸福感[9]。这提示在社区规划时要慎重选址，留
有足够的绿地面积，以改善空气质量，提高社区的舒
适度，为居民健康营造适宜的自然环境基础，从而提
升居民主观幸福感。

本研究使用了较大样本量，考虑到了影响居民主
观幸福感的关键一般人口学特征，对社区环境因素对
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了相对准确、全面的理解，

为提高人民群众福祉，营造利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社

区环境提出建设性意见，为城市规划、地方政府、小区
物业管理等相关单位制订政策提供参考。

本研究亦存在一些不足需要改善。首先，简单的
横断面研究说服力较低，需要更有力的纵向研究进行
验证。其次，虽然本研究样本量足够大，但是研究对象
仅来自一个地区，缺乏一定的外推性，研究所得结论
有待在更大的范围内检验。最后，本研究仅分析了社
区环境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，没有研究作用路径，

也未考虑家庭环境因素、社会支持因素以及心理因素
等的影响，未来还需要深入探索研究。

综上所述，本研究显示社区环境因素会影响居民
的主观幸福感，且良好的社区美观程度、健身环境、自
然环境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积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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